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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中，部分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对指定仲裁员情形下的独任或首席仲裁员有中立

(第三)国籍要求。对于该问题在各个仲裁规则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从国家一侧出发分析国籍问题的法律

意义，则仲裁员国籍是其属人管辖的问题，我国适用于仲裁员的主管规则有修正的余地；从仲裁员一侧

看，认为其影响仲裁员的独立公正性理由不足，在很多场合，对其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甚至是有益的；从

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一侧出发，本国仲裁员有利于增加当事人信心，但仅应被视为仲裁员的一种中性条件。

仲裁机构试图利用中立国籍来保障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其没有正当理由且效果存疑。正确处理该问题

的路径应当是认识到以实质国籍为代表的仲裁员属人联系，确保仲裁员的属人因素在选任过程中被当事

人考虑，摈弃中立国籍，并灵活利用属人因素在仲裁中的积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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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en appointing arbitrators, 
some of the arbitration rules have the requirement of neutral (third) nationality on the sol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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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ing arbitrator’s nationalit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is not consistent in various ar-
bitration rules. By analyzing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ity from view of the nation, it is 
the matter of ratione personae of the arbitrator, the rules applicable to arbitrators in China can be 
further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rom the point of the arbitrator, there is not 
enough ground for the arbitrator’s nationality affecting his/her independency and impartiality; 
from the view of the parties and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the domestic arbitrator is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the confidence of the parties, but it should only be regarded as a condition of the 
arbitrator in a neutral way, and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tries to use neutral nationality to en-
sur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rbitral award being successfully, but there is no ground and its effect 
is doubtful. The correct way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is to recognize the personal connections of ar-
bitrators by symbol of substantive nationality, to ensure that the legal personal factors of arbitra-
tors are considered by the parties during the selection, renounce the rule of neutral nationality 
and to make flexible us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ers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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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国籍问题的产生 

国籍概念未产生的年代，最早的仲裁员概念便已诞生。以海商事案件为代表的商事仲裁，则早在古

希腊时期便有萌芽，体现在其对专门海事法官的选任和激励上，并率先提出了商事案件要迅速裁决的主

张，后来该思想和对应的制度为罗马法吸收[1]。市民社会的贸易繁荣致使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法律不足，

此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十分模糊，双方当事人需要找一个公正的中间人进行裁断，此类案

件常由仲裁员(arbitri)负责审理[2]。 
就国籍制度而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基础，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共同需求下，才作为一个法律概

念应运而生[3]。民族国家之建立，约为 16~17 世纪，而国籍法律概念之丰富和具备意义，是随着十八世

纪末期封建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生。这些法律上壁垒的废除，对国家的隶属就取得了重要的

意义。国家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赋予和加给它的国民[4]。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兵役义务和税收义

务，此类义务都不会影响仲裁员公正仲裁。 
从仲裁制度发展的分化中可以看出，伴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产生，其对仲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西方国对家民商事仲裁制度的干预程度的变化中，从不干预到过度干预，到支持为主导的干预[5]。同时，

国际商事仲裁成为了国内仲裁的对应概念也由此产生。 
“国际”仲裁制度的历史远早于国籍概念的产生，因此导致了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员的国籍问题的基

础。在诺特鲍姆案中，国际法院将国籍描述为一种建立在“关于连结的社会事实，关于生存、利益和情

绪的实际连带关系”基础上的法律上的纽带([4] p. 30)。但笔者认为，后产生之国籍含义在仲裁制度悠久

的“公正”的法律信仰面前是空洞无力的，仅作为一种地域概念或者观念符号，不足以撼动国际仲裁员

的内心。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如果能够透过国籍这个法律概念，认识到其反映的地域性事实和文化符

号的影响，这些因素也确实塑造了仲裁员的法律立场。换言之，从这个角度看，仲裁员与法官一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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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白板(tabula erasae)，但他们的法律文化背景，由国籍这个标签来反映既不准确，有甚者当实际国

籍和形式国籍不同时，还会导致错误，国籍不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也不能简单视为一个消极因素。进一

步，相同的法律背景也不代表其会作出相似的裁决，甚至可能是相反的。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强势发展对国际商事仲裁形成了反作用，对应地，为促进国际商事仲裁事

业之健康发展，仲裁员国籍如何以及是否应当作为独任或者首席仲裁员选任的消极条件，是值得反思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先需要分析现代国际仲裁规则中有关仲裁员的国籍规定。 

2. 现代国际仲裁规则中有关仲裁员的国籍规定 

以笔者所能查找到的为限，最早的关于商事仲裁员国籍的规范是 1965 年，在世界银行主持下的《关

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即《华盛顿公约》，涉及仲裁员小组的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如果一个人被一个以上的缔约国，或被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和主席指派在同一个小组服务，

则应认为他是被首先指派他的机构所指派；或者如果其中一个指派他的机构是他国籍所属的国家，则应

认为他是被该国所指派。由于该规则涉及国际投资仲裁，投资争端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密切，故同其他的

国际投资规则一般都会重视该问题。1有学者认为此规定的意义在于其防范价值[6]。而商事仲裁在当事人

地位上不存在东道国主体，也几乎不会涉及政治因素，故其独立性与仲裁员国籍联系更弱，或者说没有

必要存在一个中立国籍，因为中立国籍并不会代表仲裁员因此更加独立或公正[7]。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形成了关于仲裁员国籍的一项一般性规则，即在选择独任仲裁员或首席

仲裁员时。如果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不同，则不应选任与任何一方当事人国籍相同的人作为独任仲裁员或

首席仲裁员，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8]。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6 条第 4 款没有采纳仲裁员中立国籍。2该规定首先尊重了

双方当事人选择仲裁员时的意思自治，只规定了指定仲裁员时仲裁员的国籍因素。其次，对于国籍因素

的考量，亦不作为决定性标准，而是留有一定余地。从立法资料来看，草案中曾出现过“独任仲裁员的

国籍应不同于当事人的国籍。”但是因为有观点认为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必要限制，并会导致很

多颇具能力的人士无法担任仲裁员”，而修改为前述规定。3 
国际商会仲裁院的《2011 年仲裁和争议解决规则》第 13 条第 5 款规定：“独任仲裁员或者仲裁庭

首席仲裁员的国籍应不同于当事人的国籍。”在首席仲裁员的国籍问题上有着较为硬性的规定的代表。4 
2017 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 9 条第(1)款对于仲裁员国籍问题的规定非常全面。5 该规定较中立

国籍更为缓和，较以往的规定多出不少亮点。不仅形式上考虑了仲裁员的国籍问题，还涉及了仲裁员住

所这一更具备实质意义上的联系，甚至包含其与其他仲裁员所属国家的其他关系，可谓考虑全面。笔者

并不认为该规定在过度强调仲裁员国籍以及其对应的仲裁员的住所和所属国家之间其他关系，而是认为

其精准地指引了可能实质影响仲裁员独立性公正性的属人联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其一，提出住所因素

揭示了国籍与属人联系之间关联性。其二，适用上具备弹性，为仲裁员在适任上的其他标准留出一定的

 

 

1如 2017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第十一条仲裁员的选定或指定(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共同

选定，独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庭的多数成员不得与当事人具有相同的国籍。 
2在指定仲裁员时，任命机构(指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应考虑所任命的仲裁员的国籍不同于当事人的国籍的可行性。 
3A/CN.9/97 p 166，p 169。 
4同样的硬性规定还出现在伦敦国际仲裁庭的《1998 年仲裁规则》第 6 条对这个问题有十分全面的规定：“6.1 如果双方国籍不同，

那么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应具有不同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国籍。6.2 当事人国籍应包括其控权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国籍。6.3
在本条中，若某人是两国或多国公民，其应被视为拥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机构仲裁规则》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若当事人双方国籍不同，独任仲裁员或三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不能与任意一方国籍相同。” 
5仲裁院在确认或指定仲裁员时应考虑已被提名的仲裁员的国籍、住所及同当事人或其他仲裁员所属国家的其他关系以及已被指定

的仲裁员是否有时间和能力进行本规则的仲裁。第(5)款仲裁庭的独任仲裁或首席仲裁员的国籍不应属于当事人国籍。但是，在适

当的情况下，并在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未在仲裁院确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前提下，仲裁庭的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可以从任何

一方当事人国家中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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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其三，注意到了实质国籍代表的属人联系，应当被作为明示的重要的仲裁员条件列出，有利于避

免在仲裁裁决的执行过程中重复出现前述因素作为拒绝承认或者执行裁决的理由，一经双方同意指定，

至少表明了在选任仲裁员的过程中，这些因素是经过当事方谨慎充分的考虑的并且接受指定的后果。 
总结而言，首席仲裁员的中立国籍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中确实存在，对形式上的中立国籍忧虑并非

一日的现象。不过，该规则设置与《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的示范法》(下称《示范法》)中不应以所属国籍

为理由排除任何人作为仲裁员的精神不一致，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6 

3. 法律意义上三类主体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影响 

持仲裁权意思自治说的学者认为，政治国家应克制干预市民社会，民商事仲裁制度作为市民社会的

一部分，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某种程度的妥协，而此种妥协已经构成现代法治理念的

内容之一[9]。国际商事仲裁是国际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各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也应当克制其对仲裁的

干预。本文试图从国家一侧，通过国籍联系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影响分别讨论该问题。以及仲

裁员一侧，其国籍对其裁决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影响和当事人的影响，最后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眼中的仲

裁员国籍是什么样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 

3.1. 国家一侧的影响 

国籍与其国民的联系，从狭义上讲，可以认为一个人除非脱离其国籍，否则该国籍将成为其与国家

之间的永久性的联系，该联系从度上来说是暂时性的或者有限度的[10]。不过，依据国籍法的产生来看，

其在对国民的管辖权属性上，曾有美国实在法学派的学者公开承认，国籍立法中是受国家的扩张力量以

及最大限度地想把对人和物的控制范围和相互作用扩大的的，渊源不断的愿望支配的[11]。该观点实际上

表明了各国在属人管辖上的特征，但常识告诉我们，在当代社会一国对其国民的管辖虽然是常态的，但

其具体内容，表现为施加的义务往往非常有限(虽然义务的轻重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特别是税收和服

役)，一般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其如何进行国际仲裁活动不加制约并且严格克制。 
仲裁员的国籍影响多围绕仲裁员的独立性展开，在法律意义上，一国多通过立法的方式，基于属人

联系，对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方面的立法管辖，从而对仲裁员独立公正行使其职

权产生影响。本文认为，一方面，仲裁员本身因其国籍产生的联系越为薄弱和受到合理控制，便能够使

其更加独立地进行仲裁。另一方面，各国主管国际商事仲裁员的法律或规则越是统一，也有利于淡化仲

裁员的国籍问题。 
(一) 削弱和控制基于国籍联系的仲裁员本国法主管 
最符合削弱国际商事仲裁员国籍联系要求的仲裁法律性质学说无疑是仲裁自治论，因为其从商事仲

裁的起源，以及其解决民间纠纷的功能这两方面上，都揭示了国际商事仲裁超国家的本质[12]。此时，仲

裁员的活动也是超国家或者跨国家的，其国籍仅代表其市民社会身份。然而，国家对仲裁的管辖是事实，

仲裁裁决不可能略过国家的承认和司法的监督。 
如果从国际私法的角度观察国际商事仲裁员的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不难发现，其属人联系并不

重要。最重要的理由是，各法系普遍认为，以上各方面的基础来源于仲裁员合同，是当事人和仲裁员或

仲裁机构意思自治的产物，有时也包含代理法律关系[13]。故有关其权利、义务和责任适用法律在系属公

式上更适合意思自治公式而非属人法公式。也有观点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身份法关

系([13] pp. 118~119，124~126)。本文认为身份法关系要建立在分割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不过，即便是在

属人法公式中，经常居所地标准也一定程度取代了本国法标准而成为普遍趋势[14]。因而我们可以暂且认

 

 

6Article 11. (1)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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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商事仲裁员与其本国法主管的问题上，其联系相较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既不具备优先性，也不

具备充分性。 
在仲裁员的刑事管辖上，枉法仲裁罪作为少有的以仲裁员身份为要件之一的犯罪，将使得我国仲裁

员基于刑事属人管辖而与其国籍形成必然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是否充分或者符合该罪设置的目的都

值得检讨。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上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点，该条在立法上忽略了仲裁根本的国际化特征。

通过本条的设置，导致了国际上与我国对仲裁员的“枉法”认定不同，前者仅限以索贿、受贿等非履行

职务行为[15]，而后者还包含实体上的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行为，要求更高，

对仲裁员的威慑更广，是一种非国际性的方法。因而，有学者也认为该条设定欠缺考虑仲裁在属人因素

上的国际化趋势[16]。第二点，该条不可避免地将构成国际商事仲裁中我国国籍仲裁员的额外内心标准，

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17]。该条设定虽有益于维护仲裁员职业的纪律性和纯洁性，但是其间接影响在于，

只由于规定不同，便会为我国国籍的国际商事仲裁员执业时的内心标准抹上一层“神秘性”的色彩，因

为对该条的解释和运用需要建立在本土化的刑法适用理论基础上，它将增加他国当事人选任我国仲裁员

的成本，尽管在理性思考下，这种负面影响是可以忽略的[18]。 
再看《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就我国而言，均没有对仲裁员是哪国公民作出区

别对待，一边，外国籍仲裁员也可以在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中任职。一边，修改建议稿第九十二条也只将

涉外仲裁中，仲裁员国籍作为一项考虑因素，能够客观并理性地看待该项仲裁员的条件，是值得赞许的，

该款应当采纳。7 
(二) 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仲裁员相关立法的国际统一 
通过重新审视枉法仲裁罪，不难发现《刑法》规定成为我国国籍仲裁员内心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在于该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不统一。我国在仲裁事业的发展阶段采国内和涉外仲裁的双轨制，而在仲

裁员的刑事责任上采用了单轨制，在刑法的属人性管辖下，放大了该矛盾。然而，前述的标准尽管不统

一，却有内在重合的部分，即各国对于仲裁员积极行使“准司法权”的部分，都予以一定程度的豁免和

宽松，但对其收取贿赂等渎职行为也都予以严惩。笔者认为，“双轨制”是我国仲裁事业发展中，兼顾

国内现状和积极对接国际通行做法的权宜之计，并非最终目标，弊端较为明显[19]。故对《刑法》进行双

轨制的适用违背仲裁事业的发展规律，应当促进仲裁员刑事责任标准的国际接轨。 
仲裁员的法律地位和责任规则很大程度上都能去除其与国籍国基于法律上的管辖和管理关系，属于

自治主体而不是公职主体。仲裁员推动商事法律实践，不意味着其为司法者，其仲裁权并非源自于国内

司法权。有学者认为，仲裁员的权力并不从仲裁地国家取得，而是源自于承认其效力的法秩序的总和，

其也不属于任何司法系统(forum) [20]。就刑事责任的设立来看，笔者认为，其恰巧反应了我国在以国内

司法的理解来分析仲裁。首先，立法机关认为：仲裁尽管采用了非官方的形式，“但是如同诉讼一样，

它的精髓在于要求仲裁员公正不倚、依法裁判”[21]。对于仲裁的理解存在些许偏差。其次，事实上，当

时国内的仲裁员管理不仅存在相当行政化的问题，有学者还担忧，会发展出办案中依靠类似法官的驻会

仲裁员的“准法院”系统[22]。我国仲裁事业早期也确实是在法官等群体的助力下推动的。再次，该罪作

为一种法定犯，是基于仲裁在我国的刑法生活而决定的[23]。二者对违反公正性标准采用了统一的“枉法”

表述，以及在《刑法》中在渎职罪章节的编排都可以支持我国立法时，对仲裁的理解是基于国内仲裁的

发展认定的判断。最后，仲裁语境下的枉法和属地性司法语境下的枉法在法的含义上存在较大差别，国

际商事仲裁所依据的法律渊源，可以在必要时使用现代商人法的法律规则作为渊源，现代商人法的组成

 

 

7修改建议稿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指定仲裁机构和确定仲裁员人选时，应当考虑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员条件，以及仲裁员国籍、仲裁

地等保障仲裁独立、公正、高效进行的因素。见司法部官网：http://www.moj.gov.cn/pub/sfbgw/zlk/202107/t20210730_432958.html， 
2022 年 3 月 22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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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包含国际法和交易惯例。8该适用的过程并不体现我国司法主权，而多表现为自治。在国内司法的语境

下，前述渊源法院并不主动适用，即意味着其并不总是受到认可。 
综上，以偏重对仲裁员责任的分析，本节旨在论证我国在仲裁员相关法律和规则上应当最大程度实

现国际统一，在削弱法律上的国籍联系的前提下，进入国际市场，更好展现其竞争力。 

3.2. 仲裁员一侧的影响 

在具备极高道德和专业素质的国际商事仲裁职业团体看来，即便其作为一国国民，也不会因其与当

事人为同一国籍国而在裁决过程中偏离公正原则。然而，仲裁规则中的不同规定却告诉我们，作为公正

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对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一) 仲裁员作为商事规则的实践者不同于其他国际性法律实践 
以国际商事仲裁属于国际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为前提，仲裁员的公民身份似乎能与其市民身份明显

地划分，至少对于仲裁员而言，没有强调其公民身份的必要。在公民身份高敏感性的国际法领域，对仲

裁员公民身份的质疑也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话题：我们可以一定程度借鉴对公正性和独立性要求最高的国

际法官的相关研究，其表明，既有研究有证据支持 15 位国际法院法官审理的国家之间的诉讼案件，有支

持本国的请求的倾向，表明国际法院的工作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国际政治世界，即使没有(来自国家政府的)
公开压力，法官也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了有利于国家忠诚而妥协自己的司法价值观[24]。也有学者认

为基于国籍的区分是基于仲裁员非独立和不公正的假设上的，对法官国籍问题的关注是过时的，对提升

国际法的司法公正而言就是弄巧成拙[25]。 
本文认为，对国际商事仲裁员的公正性认定，应当建立在相信其公正的基础上。理由在于首先，仲

裁员群体不同于其他国际性法律的法律职业，存在市场化竞争，故其裁决时自己业务能力的最好的背书，

缺乏作出不公正裁决的动机。其次，商事仲裁员的选取，多因其熟悉商事交易和相关规则，注重仲裁员

解决争议的能力，与政治因素低相关甚至无关。最后，仲裁员还可以是区域性的法律实践者。从国际法

的实践上来说，我们需要更复合的多元法律背景的碰撞。而对仲裁员来说，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其具备

相关行业和法律的实践背景。在国际商事和贸易的全球化还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掌握地域性而非全球

化的微观商人法(micro lex mercatoria)也是商事仲裁员的必要能力之一。9因而，我们不难看出，仲裁员作

为商人法的实践者，在其市场化属性，商业性和一定情形下实践的地域性上，不同于其他需要适用国际

性法律的法律职业，对其国籍的忧虑实为不必要的。 
(二) 仲裁员的国籍对其独立公正作出裁决的影响是间接且次要的 
作为诸多影响仲裁员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的因素之一，国籍因其国家联系而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直

接且效果存疑。首先，从联系紧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是诸多影响公正裁决的因素之一，没有依据

表明其会较其他因素更能够左右仲裁进程，并非仲裁规则考虑的首要因素。有学者认为，包括能力、特

殊条件、国籍、独立性和不当行为等因素，可能会影响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不过，国籍这一因素被

提出，是为了使仲裁裁决与当事方无关，更容易执行，只因仲裁员国籍不同而提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并

不受法院认可[26]。有学者认为其包括业务、金钱、种族、亲缘、朋友、雇佣关系等[27]；笔者认为国籍

关系在前述的分类中是由作为雇佣关系的公务关系引申的，和国籍无关。其次，仲裁员作为公民的忠诚，

并不代表其会导致有失公正的客观结果，我们应当从其客观履历中证明其不公正而非推定其不公正，并

 

 

8有关商人法的渊源, 参见徐国建.现代商人法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03): 79-99.83, 85-91. Also see Mustill, J. (1988). The New 
Lex Mercatoria: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4 (2), 86-119. 对于商人法是否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渊源, 
素有争议, 但学者和律师多持满足条件时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的观点. See Gaillard, E. (2001). Transnational Law: A Legal System or a 
Method of Decision Making?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7 (1), 59-72; also see CONNERTY A, YILDIRIM A C, ESKİYÖRÜK S. Lex 
Mercatoria: Is It Relevant t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J]. Uluslararası Ticari Tahkimve Yeni Lex Mercatoria, 2014: 101-123. 
9Supra Mustill, J: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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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客观的偏见依据也是撤销裁决的重要理由。10 最后，仲裁员资格已经构成了其任职门槛，该形式的

国籍标准不解决当事人信心以外的任何问题(后文将会讨论)，这种排除方法不解决公正问题。有学者认为，

第三国或者中立国的仲裁员并不能保证比一方当事人国民的仲裁员更公正[7]。真正的问题是仲裁员是否

是一个具有国际意识，受过比较法训练，倾向于采用比较的和真正的“国际视野”的方法来裁决的人([28] 
pp. 27~28)。 

由于我国还未完全承认临时仲裁，几乎全部通过仲裁机构对仲裁员进行管理。因而，现有的一些仲

裁机构管理上的瑕疵，可能会影响我国国籍为主的国际仲裁员的独立性。 
一个问题在于，仲裁员还未完全市场化，《仲裁法》在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了其独立于行政机

关以及其自律性组织的特性是一大进步，但实践中即便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贸仲和海仲，也在实施收

支两条线的实践，仲裁员的报酬依旧通过财政拨款获取[28]。仲裁员收取报酬的来源不独立，将会影响其

独立和公正性。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仲裁机构的企业化程度还不充分。有时，仲裁机构在一定条件下承担指定仲裁员

的任务，但我国仲裁机构除前述收支问题外，仲裁机构还有待进一步的企业化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仲

裁机构和人员设置上有些许行政属性残留和诉讼化属性[29]。仲裁员的独立性常与其所属仲裁机构关联，

国外一方当事人还可能顾虑国内仲裁机构隶属于当地政府从而进一步怀疑缺乏独立性保障[30]。 

3.3. 当事人和仲裁庭一侧的影响 

对仲裁员的国籍要求，最明显的事实支撑集中于当事人和仲裁员一侧。 
对首席仲裁员的国籍要求，常常被认为对当事人的信心有所影响[31]。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当事人和仲

裁员，往往具有相似的价值体系，首席仲裁员的国籍要求主要来自于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担忧，是衡量

和防止偏见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标准[32]。 
不过，在对仲裁员要求分为实质性和标签化标准的前提下，国籍作为对仲裁员诸多要求中可以被“标

签化”的标准之一，在以仲裁员实质性要求标准为主导的选任标准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当事人约

定该标准可以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以该类标准引导当事人则显得理由不足。同样，

以仲裁员的国籍为理由排除其资格，或依此拒绝承认或执行仲裁裁决，构成一定程度的偏见，与《示范

法》第 11 条第 1 款精神相悖。 
共同国籍还可以是积极标准。借鉴于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研究，一些观点还会认为，拥有当事各方国

籍或者共同国籍的仲裁员对于有关当事各方法律和立场而言是有用的，甚至有利于激发当事各方对仲裁

的信心([27] p. 498)。如果该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当这种了解是基于仲裁当事各方时，反而是一种选任上

的有利条件。与其认为基于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一侧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判断仲裁员适任寻求一项简单、

效率的方法，不如认为这种标准实际的运行是低效的、偏见的、缺乏依据的。低效意味着排除其他因素，

简单从首席仲裁员作为双方法律文化的最终解释者的角度来看，第三国的首席仲裁员能够熟练与当事双

方沟通，需要更丰富的、额外两种以上的法律背景，这相较于一方国籍当事人额外具备另一方的法律背

景概率更低。偏见意味着存在相同国家的当事人和仲裁员(尤其是首席仲裁员和指定的独任仲裁员)时，推

定仲裁员存在偏见，同时也推定其构成其他当事人的不利条件。同样，这种推定，不仅违反《示范法》，

也没有值得信服的依据。笔者认为，特别是对于仲裁机构而言，仲裁员的国籍更应当被认为是一种仲裁

员的中性甚至一定条件下的有利特征来接纳。 
仲裁机构规则中排除当事方国籍的仲裁员可能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项是，彼时，仲裁院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东方集团的仲裁员适用不同的标准。从 ICC 的仲裁实

 

 

101925 年《美国联邦仲裁法》第 10 条第(1)项，参见郭玉军, 胡秀娟. 美国有关仲裁员“明显不公”判定规则的新发展[J]. 法学评论, 
2008 (06): 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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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会遇到，在一些情况下，一方在涉及国有企业或机构的争议中，一方可能会质疑政府官员的独立性，

或者在涉及另一个国有企业的争议中质疑一个国有企业的主管的独立性。仲裁法院极不愿意在这种情况

下应另一方请求取消该仲裁员资格，但是据信所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不能允许与其他案件相同程度

的分离。要应对这样的质疑，就等于要求政府一方任命一名非国家仲裁员，以便对方不会受上述这种独

立性的限制。当然，这个问题的明显解决方案是各方只同意非国家仲裁员[26]。故可以认为，启用中立国

籍的仲裁员是避免在仲裁承认与执行过程中出现对仲裁员独立性质疑的便捷手段，以防止因仲裁员因素

影响判决执行，提高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 
第二项，国籍所代表的仲裁员条件尽管也属于条件，但为西方当事人质疑并认为是一项不利条件。

有学者也从经验上比较了西方与非西方当事人所看重的仲裁员特质不同：西方当事人更优先地提议一名

在适用的国内法、相关法律领域(建筑、高科技等)具有特定专门知识，或在仲裁方面具备一般专业知识的

首仲，而不看重国籍。非西方当事人则需要一名对当事各方所处的法律和经济背景有深入了解，并且与

当事一方来自相同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的首仲，其最能确保当事各方在仲裁庭面前的问题上的立场

得到所有仲裁员的充分理解[33]。显然，在该文语境下，西方与非西方当事人都在寻求自身的优势。因此，

仲裁规则中的仲裁员国籍限制还不能说明的是，西方当事人所寻求之优势恰好出现在一位与对方当事人

同国籍的仲裁员身上，因为其大概率在暗示着一种来自于当事人或仲裁庭对非同国籍一方当事人的劣势

推定，殊不知，其与西方当事人所追求的仲裁员条件是一种中性的条件。 
在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一侧，因仲裁员国籍对仲裁的实质性影响的担忧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其在提

高实体效率的方法是存疑的，只要当事人不想执行仲裁裁决，会想尽办法拖延程序而根本不在乎使用什

么样的理由。第二，国际商事仲裁中本就不能基于国籍来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第三，即便对于偏好本

国仲裁员的东方国家当事人而言，其也并非基于形式国籍而是仲裁员对该国文化的实际了解而作出的，

非本国当事人的担忧该点可能影响仲裁员独立性，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规范如仲裁员的披露义务等途径

解决。 
因此，形式的中立国籍制度被纳入到仲裁机构的规则中，不仅忽视了东方国家看重的一项仲裁员素

质诉求，也不利于解决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问题。 

4. 国籍问题掩盖的实质问题 

4.1. 商事法律话语之争 

虽然国际商事立法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趋势，但是商事规则存在话语主导的问题。从中国商法的

角度来看，由于错失了早期的国际贸易机遇，国际商法似乎与中国法律无关，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34]。
此时，处在需要主动适应国际商法话语的其他国家法律从业者，产生了对国际商事规则理解到接纳上的

需求。这对于掌握通用商法话语的国家而言，法律话语实为其垄断，或者，话语就是其认可的商事法律。

因此，无论哪国的仲裁员都需要掌握这种通行的法律话语，不必担心对其有不利影响。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具备包容性，其表现为彼此尊重相互国家自主选择的经济

制度[35]。而尊重的要求是建立在了解甚至通晓各方的制度之上的。对于此类对仲裁员国籍问题的处理，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担忧的来源是未知导致的对非话语国家国籍仲裁员的不信任而非来自于了解，并

不利于促进各国经济秩序在全球层面的和平共存。与其为显性标签而顾虑，不如诉诸分析仲裁员履历等

实质细节，以求争端解决中减少因中立国籍而增加的隐性成本，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取得共识上。 
如果在国际仲裁领域，在一套有序统一的仲裁员行业标准下，能够发展出来自不同国家各个行业的

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势必能够进一步推动商事规则话语的融合。换言之，该问题是双向的，解决方案

是应当是开放话语融合而不是转向形式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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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触及仲裁员属人联系的实质问题 

正如 2017 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 9 条在仲裁员的形式国籍以外，还考虑到了住所，国家关系等

因素。基于本文已经得出的结论，形式国籍背后，能够进一步挖掘出的是仲裁员的“实质国籍”，即一

系列的属人联系，表现为以国籍为代表的一系列仲裁员的属人联系及客观联系，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语境

下，不仅可以解读出仲裁员的公民特征，还可以表现仲裁员法律和其法律文化背景。从属人联系的外延

上来讲，不仅仅局限于法律上的讨论，而且不论其对公正、独立性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或是消极意义。 
从规则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仲裁员的中立国籍制度的设立过程中，掺杂了不必要的意识形

态性的斗争，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包容、多元的理念。关于国际司法中的下述判断或许能够证明一些仲

裁规则对国籍中立问题的错误解读：即中立性的定义不止是指在与当事人保持相等距离(equidistance)，还

指法庭根据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解释裁决(explicate a decision)的能力[36]。 
同样，属人联系并非消极的仲裁员选任因素，以工作语言、住所地和过去住所地为代表的这一系列

隐藏于国籍形式标准背后的实质联系，反而是有利于促进公正裁决的。如果一味地避免产生国籍联系以

及系列国籍联系，反而将诸多蕴含公正性的要素推向未知。在国际法院排除当事方国籍国法院的实践中，

通常情况下，“非公正”的法官主要来自于非本案当事方的国民([25] p. 147)。对于这些标准而言，不妨

作为中性的明示标准予以综合判断。理由有二，第一，这些因素对于实现实质独立和公正而言是必要的，

是裁判者知法的必要要件。第二，尽管这些因素可以内化为仲裁员的内心公正和独立性的标准并为其吸

收，但是明示的，有关属人联系的正面表达，可以证明当事人知情并有效保障后续仲裁程序中不因非必

要争议导致拖沓。 

4.3. 对法律文化的差异的认识不足 

以海商事仲裁案件为例，差异早就体现在仲裁准备阶段，在谈判文化的差异上，有学者分析我国存

在当事人对一切事实或证据不管对自己是否有利，都予以承认并在书面上签字的实践。其目的在于认可

以换得对方好感或当做谈判之“筹码”，而这一过程很有可能会在仲裁程序中被提交为书面“自认”[37]。
在仲裁过程中，亚洲当事人谦和有礼、迂回婉转的答复，杨良宜先生认为，此时仲裁员应当十分小心，

不能轻易将之当做其论据软弱无力的表现，更不能将其作为直接承认错误的证据[38]。以上都表明，法律

文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以我国为代表的诸

东方国家，提出相同国籍仲裁员或了解中国文化的首席仲裁员，是一项合理的诉求，不应被禁止或者预

先排除。中立国籍的仲裁员制度的建立，不仅不在事实上中立，也不益于缩小文化差异带来的鸿沟，没

有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更好的方案。 
以上进一步回应了为什么会有观点认为与当事人相同国籍的仲裁员会促进当事人对仲裁进程信心的

问题——是通过国籍推导出的仲裁员背后的文化联系。 

5.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前国家的仲裁制度，对仲裁员的中立国籍的推动，主要来自于国家时代仲裁机构和

当事人一侧。其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担忧，不仅停留于形式上的国籍中立，甚至可能包含着对特定国

籍仲裁员的偏见，从未触及仲裁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问题。在各国仲裁员具备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中，

仲裁员从根本上代表市民社会，故摒弃中立国籍的进程是不可逆的。 
中立国籍规则对我国而言，除应当对这种规则保持质疑外，还应当进一步积极修改与仲裁员权利、

义务相关的规则，使之国际通行之规则相对一致，最主要的是仲裁员责任的可预见性。 
尽管全球贸易环境已初步形成，但国际贸易规则却不应当被一种法律话语和文化垄断。贸易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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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法律文化应当兼容并蓄，仲裁员的形式中立国籍规则，多在营造一种虚假的公正氛围，实际上的后

果是仲裁法律的话语和文化的垄断得以不断延续。因而，从仲裁员条件上，我们可以期盼进一步地，仲

裁规则在仲裁员的形式中立国籍方面向实质国籍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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